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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所谓“劝善”文化，指的是晚明清初出现的在以儒家士人
为主体的社会人群的鼓动和参与下，兴盛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劝善
的文化现象。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 “运动”①。在 “劝善”
文化覆盖之下，善书、白话短篇小说以及家训、格言、诫子书、
蒙学书等道德教化色彩鲜明的书写中都表现出对某些道德观念和
信仰世界的共同关注。同时，也正由于 “劝善”文化的泛化，
导致了以上不同类型的书写之间界限的模糊，为后世的研究者带
来困扰。

一、关于“善书”的定义

目前学界对善书的定义大多采取的是“道德教化”“福善祸
淫”“劝善”之类的简单限定或描述的方式，有过于宽泛和模糊
的倾向。这种定义方式所引起的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了善书和其他
劝善性资源边界的模糊。其中一种情形是善书与家训、格言、清
言、蒙学书、笔记、小说、圣谕等道德教化色彩较浓的作品在不
同研究者的具体研究中存在着交互重叠的现象，这也为将以上类
型的作品进行分类带来困难。另一种情形是将家训、格言、蒙学
书等教化资源统归入善书的范畴中，出现了 “泛善书化”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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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如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《中国善书研究》一书中将之称为“善书运动”，国
内学者吴震在参考酒井氏说法的基础上提出“劝善运动”这一概念，参见氏著《明
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》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09年，第 1～2页。



象。依照这种宽泛的定义方式，在 “道德本位”的中国文化历
史中，则还有不计其数的、不同体例的作品应当被归入 “善书”
的范畴，那么“善书”的概念也就泛化得以至虚无了。

为了应对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采取狭义和广义的定义方式。
所谓狭义之“善书”，指产生于宋代，兴盛于晚明清初，融合了
三教思想，通过果报观念宣扬福善祸淫，以指导人们把握自己的
道德行为的劝善之书。这一概念适用于道教、佛教以及民间的一
般善书。晚明时期，正统儒家不满于此类善书中积德邀福的功利
性思想，以刘宗周为代表的儒家精英士人开始对之进行批判。刘
宗周编纂了儒门善书 《人谱》以对抗袁黄、颜茂猷等为代表的
民间善书。至此，善书出现了所谓的“儒门化”① 的倾向。这一
批为反对民间善书而起的 “儒门善书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小心
翼翼地与前者相区别，但并未完全将隐藏于其中的 “德” “福”
一致等具有宗教色彩和功利倾向的观念消除干净，这些 “儒门
善书”当然也应属于狭义之 “善书”的范畴。广义的 “善书”
泛指具有劝善性质的种种教化之书，以上述狭义之 “善书”为
核心，可以扩展至家训、格言、清言、宝卷、蒙学书、笔记、小
说、圣谕等道德教化意图明显的作品。
“善书”这一名词曾出现在南宋大儒真德秀为 《太上感应

篇》写的一篇序文中: “《感应篇》者，道家儆世书也，蜀士李
昌龄注释，其义出入三教，中凡数万言。……顾此篇，指陈善恶
之报，明白痛切，可以扶助正道，启发良心。”② 真德秀的 《感
应篇·序》被日本的善书研究者酒井忠夫称为是 “宋学者善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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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按，“儒门功过格”这一提法见于王汎森的《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》一
文，载《晚明清初思想十论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 122页。

( 宋) 真德秀《感应篇序》，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卷 27，《四部丛刊》
初编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第 1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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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早的论文”①，那么，这篇序文可能也是 “善书”这一名词
较早的出处之一了。

酒井忠夫指出，“善书”是 “劝善之书”这种意义的用法，
被运用于宋代以后的史籍中，也是民间的惯用法②。这一用法也
被一些善书研究者接受，如游子安 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
究》③ 和陈霞 《道教劝善书研究》④。以上研究者对 “善书”的
定义大多宽泛，这可能与民间对 “善书”这一名词的使用早已
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观念有关。然而，善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
无论形式、内容都在发生变化，“善书”这一称谓尽管还在被一
般人和研究者沿用着，但每个人的 “善书”概念的所指可能并
非相同。在对善书的分类上我们可以窥出些端倪。

1． 善书分类与定义的困境
宋明以来，善书内容驳杂，体例不一，在撰著理念上也存在

着民间和正统的差异，大型善书的分类也无规律可循。如，乾隆
年间刊行的善书丛书《信心应验录》，所收善书文献除 《圣谕广
训》、 “三圣经”及其注本、诸仙佛训世文，还包括 《袁氏家
范》、张杨园《训子语》、史典 《愿体集》等家训格言，以及医
方佛经等⑤。

1936年出版的 《福寿宝藏》将善书分为十二类，收书 140
种。除《太上感应篇》《阴骘文》《觉世真经》《了凡四训》等
宋明以来经典善书外，其中 “格言类”将遗嘱、家训、清言、

3

绪 论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［日］ 酒井忠夫著，刘岳兵、何英莺译《中国善书研究》 “序”，江苏人民
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 14页。

［日］ 酒井忠夫著，刘岳兵、何英莺译《中国善书研究》“序”，第 14页。
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6

页。
陈霞《道教劝善书研究》“导言”，巴蜀书社，1999年，第 1页。
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21

页。



格言等也包括在内。“启迪类”分别针对儿童和妇女，前者是一
些童蒙读物，后者为“闺范”类的著述①。

20世纪 30年代出版的 《古今善书大辞典》② 共计上中下三
册，乃是宋明以至民国善书的汇编，全书不分类，也无编排体
例，内容极为庞大繁杂，除基本善书，以及基本善书的各类注释
本、图说本外，还收录了家训、格言、清言、小说、圣谕、蒙学
书等体例的教化资源，几乎无所不包。

由此可见，善书在撰述和传播的阶段已经显示出分类的困
难，后世善书研究者对善书的分类自然会存在歧义。日本善书研
究的创始人服部宇之吉博士将善书分为六种: ( 1) 康济录; ( 2)
太上感应篇; ( 3) 阴骘文; ( 4) 功过格; ( 5) 关于救急疗法的;
( 6) 关于饮食而专门写的从功德上应该注意的读物。为何将这
些如此不同的书一并作为 “善书”来看待，服部博士给出的解
释是，善书的意义毕竟在于劝人而使人为善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
策的书，还是救急疗法的书，其内容都是救济他人，是善，如果
将这种书籍施予他人，自然与救济他人是一样的，所以是善
书③。

酒井忠夫将善书分为 “基本的善书”和 “新善书”两类，
《感应篇》 《阴骘文》和 《觉世经》为 “基本的善书”，而依据
这些善书编成，并以扶乩启示形式著造为主流的后出善书，则成
为“新善书”④。酒井忠夫认为，善书的代表性文献是 《太上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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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游子安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
第 162～164页。

按，《古今善书大辞典》系陕西商南贺箭村撰集，于 20世纪 30年代由上海
明善书局出版，分上中下三册，收录善书条目全书凡 169 则。本文所引用该书的内
容来自于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。

参见酒井忠夫《中国善书研究》“序说”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 10
页。

转引自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第 24页。



应篇》《阴骘文》和功过格这类善书①，也就是服部宇之吉博士
分类中 ( 2) 、( 3) 、( 4) 种，经由这类善书可以了解中国的通俗
道德。

袁啸波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 《民间劝善书》将所收录善
书分为“劝善文” “格言·箴铭” “劝善歌” “善相·功德例”
“功过格·劝戒单式”“纪事·宝卷”等类。分类依据是善书的
外部形式。然而，他选取善书的尺度很宽，他认为被 《左传》
《国语》频繁征引的先秦“语书”可视为是善书的雏形，秦汉之
际的《孝经》可视为是善书的鼻祖。宋代除 《太上感应篇》这
部毫无争议的善书著作外，黄光大的《积善录》、李元纲的 《厚
德录》、陈录的《善诱文》、李昌龄的 《乐善录》这一类笔记体
的撰述也被纳入善书的范畴②。

张祎琛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《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》
中将清代的善书分门别类进行论述，有如下几个类型: “‘三圣
经’及其注本”“功过格”“图说劝善书”“宣讲劝善书”“鸾书
劝善书”“规谏类善书” “其他类善书” ( 包括以因果报应故事
为内容的故事类善书、劝善歌、有关善堂善会建置类善书、书帖
类善书、综合类善书) ③。这一分类暗含着多重的依据，如一般
形式善书与功过格这一特殊形式善书的分类，经典善书与一般
的、衍生的善书的分类，以及其他兼顾内容与形式的分类。

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，对于善书的认定存在着这样的一种
现象，即对于善书的核心内涵各家并无异议，然越向外扩展歧异
越大。由于编撰者对善书概念的认同不一致，遂导致了善书分类
的困难。善书定义也随之趋于不稳定，并且有越来越宽泛之势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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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［日］ 酒井忠夫《中国善书研究》“序说”，第 10页。
参见袁啸波《民间劝善书》 “前言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2 ～ 3

页。
张祎琛《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0年。



这体现在善书与家训、蒙学书不同形式的书写之间由于教化功能
的接近而渐趋重合，民间的教化资源出现了 “泛善书化”的倾
向。

晚明之后，有儒者明确主张将善书作为子弟修身之用的训蒙
读物。明清之际的崔古主张训蒙时以善书为 “余课”①。1798 年
朱珪为惠栋所注《感应篇》作序，主张将 《感应篇》与家训和
一般蒙学教材并授②。晚清余治将经典善书与蒙学、家训等量齐
观，认为可将之一并用作开蒙③。一直到近代，郑观应仍将一些
格言和家训纳入善书的范畴④。

在《感应篇》《阴骘文》《觉世真经》等经典善书被用作训
蒙的同时，有些善书也被当成家训，以诫子孙。袁黄的 《立命
篇》即是一个例证。《立命篇》即 《省身录》，据 《省身录》中
周汝登万历二十九年 ( 1601) 所写的引，该书的写作目的是为
了“告示家庭以训子”，是为诫子而创作，但由于 “该书对人大
有裨益，适宜出版”⑤，故而出版刊行，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善
书的经典。但在刊行之后，这部风行民间的善书还是会被当作家
训⑥。这也可作为善书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逐渐向家训转化的一
个佐证。

游子安在 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一书中对善书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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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( 明) 崔古《余课》，( 清) 王晫、涨潮编纂《檀几丛书》二集，卷八《幼
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 250页。

( 清) 朱珪《太上感应篇注序》，见惠栋《太上感应篇注》，转引自游子安
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 32页。

( 清) 余治《义学章程·塾中条例》， 《粤东议设义塾规则》及《训蒙条
约》，《得一录》卷十之三，同治己巳年刻本，第 689～690页。

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下册《训俗良规序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，
第 1162页。

转引自酒井忠夫《中国善书研究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 308页。
宋光宇《试论明清家训所蕴含的成就评价与经济伦理》，《汉学研究》第 7

卷第 1期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 204页。



宝卷、官箴、家训、格言、医方、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
比较和分析，并得出结论: “善书最初只是规劝善行和阐述伦理
道德的书，与圣谕、官箴、家训、格言等劝诫文献共同发挥其教
化作用。演变至清后期，善的观念深入民心，国人把家训、格
言、宝卷等都归入善书类，因此民国时期善书涵括的范围已有所
扩大。”① 然而，根据上文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到 “善书”范围的
扩大至少从晚明便开始了。这当然与 “善书”的定义模糊，以
及中国劝善文化的发达有关。民间惯用的 “善书”这一称谓体
现的更多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认识，尽管核心内容明确，外延却随
着善书的发展越来越模糊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编撰体例不同于一般民间善书的作品也需要
格外注意，如清初石成金的 《传家宝全集》和乾隆年间陈宏谋
的“五种遗规”，这两部作品尽管也被视作善书，如上文所提到
的《古今善书大辞典》便收录了这两部书，然而却又同一般善
书有所区别。石成金的 《传家宝全集》内容极为驳杂，除包括
劝善文、劝善歌、格言、清言等一般善书内容之外，还包括俗
谚、读书作文之法、自制小说等若干种与劝善无甚关联的作品。
故游子安将 《传家宝》归入修身处世类善书，与史典的 《愿体
集》、李光迪的《身世准绳》并为一类。与此同时，又将之归入
日用类书的范畴②。陈宏谋的“五种遗规”指 《养正遗规》《教
女遗规》《训俗遗规》 《从政遗规》和 《在官法戒录》，分别针
对五种人群，即童蒙、妇女、一般民众、官员和属吏。这种针对
特别人群进行分类的方式在晚明清初的善书编撰中并不罕见，如
清初李日景的《醉笔堂三十六善》分为 “居官” “绅宦” “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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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21
页。

游子安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
133页。



行”“商贾”“农家”五类，熊弘备的 《不费钱功德例》则分为
“官长”“乡绅”“士人”“农家”“百工”“商贾”“医家”“公
门中”“妇人”“士卒”“僧道”“婢仆工役”“大众”等十三类。
但不同于袁黄、颜茂猷等民间广为流行的善书的是， “五种遗
规”中除收录的 《袁了凡功过格》属于典型的民间善书外，其
他内容都鲜少善恶报应的宗教色彩，这体现了陈宏谋正统儒家的
劝善观念。如果能够理解晚明清初正统儒家思想对民间善书的警
惕与拒斥的心态，那么就会对晚明以至清末的一些学者提倡以善
书作为训蒙之用的观念嬗变有所会意，就能够对善书之于民间社
会的巨大影响有所领会，也会对精英观念与民间一般观念之间的
相互影响有所理解。

2． 善书的特殊形式———功过格
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“功过格”这一种特殊形式的善书。

这种善书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，并赋予每一种
行为以相当的分值，从而使行为者个体能够借助功过格的操作来
把握自己道德修养或功德积累的状况，以指导自己的道德行为。

关于功过格的起源，学界有诸多讨论。柳存仁认为功过格的
起源与“人间政制之考绩黜陟有关”①，酒井忠夫也将功过格善
恶相除的计算方式与汉代开始的考察官吏业绩的功过殿最制度联
系起来，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功过观念，以及道教、佛教的
功过思想。他认为，相对于道教，佛家的功过意识和计量方法更
接近后世功过格的意识与方式②。游子安在讨论功过格的源流
时，将之追溯到中国传统本自具备的功过思想和道教以及民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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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柳存仁《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》，《和风堂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
版社，1991年，第 991页。

［日］ 酒井忠夫《功过格的研究》，刘俊文主编、许洋生等译《日本学者研
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，第七卷“思想宗教”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 50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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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过观念①。其实，在游子安之前，李刚已经提出功过格的源头
可以上溯到《太平经》的“天券”观念，“天券”，可以说就是
道教功过格的最初的名称②。

包筠雅在《功过格: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》一书中讨论了
16世纪的功过格功德积累观念的历史源流，认为可以追溯到中
国早在商代就出现的对超自然报应的信仰，即相信存在某种力量
能够赏善罚恶。包筠雅认为，不应该也不大可能将功过格的功德
积累体系或概念“排他”地仅与某一学派或教派挂起钩来③。与
其说功过格的功德积累观念是直接承袭了某一学派或教派，毋宁
说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超自然报应观念在不断的历史嬗变中产生了
16世纪的功德积累观念。包筠雅通过 “超自然报应”这一角度
来讨论功过格功德积累观念，并从中国文化历史中的报应观念寻
找根源，这一阐释方式是相当有效的。

关于“格”之名的起源，有人认为是律令格式的意思，这
是因为阴律的思想自古就存在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之中。但相关
的资料至今尚未发现，故酒井忠夫认为不能将 “格”解释为律
令格式之 “格”④。李刚在 《道教功过格解析》一文中则认为
“格”的意义是变化的，在 《太平经》中 “格”多作 “自然之
法则”解，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， “格”指的是 “规格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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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游子安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 42～
44页。

李刚《道教功过格解析》， 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七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1995年，第 26～27页。

［美］ 包筠雅著，杜正贞、张林译，赵世瑜校《功过格———明清社会的道德
秩序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 28～32页。

［日］ 酒井忠夫《功过格的研究》，刘俊文主编，许洋生等译《日本学者研
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七卷“思想宗教”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 499页。



并认为后世功过格正是承续了此种含义①。还有研究将 “格”理
解为“格式”“格图”的含义，这种理解方式大概与大部分功过
格所呈现出的“格图”的形式有关。然而，酒井忠夫指出，功
过格之“格”并不一定指 “格式” “格图”之义，道德与相应
数量相配的善书本身也可称为“格”，如道藏本的 《太微仙君功
过格》便是将书籍内容本身称为“格”。酒井忠夫认为“格”有
“规准”“范围”之义，在这一点上，酒井忠夫与李刚的观点基
本一致。在将“格”理解为 “规准” “范围”的基础上，酒井
忠夫将“功过格”定义为 “一般是指将中国的民族道德区别为
善 ( 功) 与恶 ( 过) ，具体地分类记述，并以数量计算善恶行为
的书籍”②。

酒井忠夫对“格”这一定义方式，也被一些研究善书和功
过格的学者接受。游子安即认为“格”有规准之意③，并认为功
过格直接起源于道教，故将功过格定义为 “初指道士逐日登记
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，及后流行于民间，泛指用分数来表
现行为善恶程度，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指导的一类善书”④。

包筠雅一直强调功过格功德积累观念的核心是超自然报应观
念，故她在对“功过格”的定义中格外凸显了这点，“功过格和
所有善书一样，是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，这种信仰相
信上天和神灵将奖善罚恶。功过格和其他善书的区别在于它的形
式，功过格通过列举善恶行为指导人们怎样去做。……大多数
( 但不是所有的) 功过格还给它所列的每一件好事与坏事规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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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李刚《道教功过格解析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七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1995年，第 27～28页。

［日］ 酒井忠夫《功过格的研究》，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七
卷“思想宗教”，第 497页。

游子安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，第
44页。

游子安《善与人同———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，第 42页。



分值”①。
学界对于功过格的争议多由对 “格”的理解不同而起，这

也就影响了对功过格的判定。

二、善书与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关系及研究现状

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和善书的创作几乎同时兴盛于 17 至
18世纪中叶的晚明清初的江南地区，此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
迅速衰落，善书在民间的传播尽管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40年代末
期，但却没有再出现晚明清初那样的撰作高峰。这一时期的白话
短篇小说和善书的创作、传播又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，尤其是
以江苏、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。时间和地点如此的高度重合，
很难不让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。
“晚明清初”对于白话小说发展史来说并不是一个统一而精

确的历史时间概念，然而认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于晚明清
初这一历史时期，这一观点却为学界所基本认同。明泰昌元年
( 1620) 冯梦龙编撰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《古今小说》一般
被认为是这一繁荣期的开端，然而由于此后一些作品的作者和具
体的创作时间迄今为止尚无法得出定论，这也就影响了研究者对
小说创作所属时间段的判断。还有些作品由于研究者对 “清初”
这一历史概念存在认知的歧义，出现了同一部作品却被不同的研
究者纳入不同的 “发展阶段”的现象。如石成金的 《雨花香》
《通天乐》是雍正年间的作品，萧欣桥、欧阳代发将之归入话本
小说衰落期的作品范围。二人对衰落期的划分始于 “清中叶”，
这就意味着两位学者的“清初”概念指的只是顺治和康熙两朝。
林辰的“晚明清初”的时间跨度要大些，指的是从 《金瓶梅》

11

绪 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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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》“绪论”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 7页。



到《红楼梦》诞生的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一段时间①。根据这一标
准，林氏在《明末清初小说述录》一书中将诞生于乾隆五十七
年 ( 1792) 的《娱目醒心编》也列入 “明末清初”作品的范畴
中，而从《雨花香》和 《通天乐》产生的雍正四年 ( 1726) 到
乾隆五十七年 ( 1792) 已经相隔了六七十年之久。

由此可知，小说研究中“明末清初”“晚明清初”等概念不
仅仅关涉到历史时间的问题，同时还属于白话短篇小说或话本小
说发展史的特殊范畴。因此，本文所使用的 “晚明清初”并不
是一个精准到某一年的时间概念，而是指向一段连贯的文化和思
想空间。也即是说，这里将白话短篇小说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的
连贯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，并且，所谓 “连贯”也不
仅仅是指时间上的不间断，更指向隐藏于其中的思想脉络或文化
空间的一致或连贯②。因此，本文在选择小说文本时，涵盖了从
明泰昌年间到清乾隆时期这一百多年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。

善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。以袁黄 《立命篇》诞生的万
历二十八年 ( 1600) 为起点，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，善书在民
间盛行不衰。这一点与清中叶以后白话短篇小说刊刻与传播便逐
渐消歇有所不同。然颇具意味的是善书撰著最为活跃的阶段同样
也是晚明以迄清代康乾时期这一阶段。游子安指出，从个体撰著
的角度来说，善书著述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晚明清初这一阶段。
“晚明”大致以袁黄善书的出现为始，“清初”则以乾隆登基的
1735年为界。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功过格》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与
《玉历钞传》等近世善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在晚明以前相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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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林辰《论明末清初小说的历史地位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2年第 5期，
第 133～140页。

按，吴震对“空间”做出过简单的描述，参见氏著《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
想研究》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09年，第 5页。



撰著刊行①，“三圣经”中最晚出的一部作品 《关圣帝君觉世真
经》也成于清初。游子安划出的善书撰著最为活跃的阶段与白
话短篇小说的编创最为繁荣的时期基本“重合”。

不少善书的研究者尽管取径不同，却不约而同地将善书在晚
明清初这一阶段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。酒井忠夫在 《中国善
书研究》中强调 “善书运动”在明末清初达到高潮，之所以如
是说，乃是由于反映民众道德的善书的最基本的撰著大体上完成
于明末清初这一阶段，故而，明末清初这一阶段可视为是 “善
书运动”的高潮。包筠雅 《功过格: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》实
际上也是以 “明清之际”的功过格为研究对象。包筠雅认为，
16、17世纪的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都发生了剧变，朝
廷的腐败、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、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、

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既为明清之际的社会带来巨大的机遇，又
带来了极大的不安，而在当时的各种文献中，“没有哪类文献能
比功过格更敏锐或更能丰富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社会与道德的无
序”②。吴震《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》一书也以明末清初
的“劝善运动”来考察明清之际的“思想转向”，以此探究这一
时期的儒者如何结合自身生活世界的信仰问题，在大力推进道德
劝善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儒家伦理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，

并由此了解中国近世儒者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密不可分③。吴
震所谓的“劝善运动”也即酒井忠夫指称的“善书运动”。

尽管白话小说和善书书写方式不同，然而大多数白话小说作
者主观上所秉持的教化与劝善动机与善书作者并无二致，尤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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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子安《劝化金箴—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 24页。
［美］ 包筠雅著，杜正贞、张林译，赵世瑜校《功过格: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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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吴震《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》 “导论”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

2009年，第 5～6页。



要的是，这两类文本所呈现出的道德关注、伦理观念和文化心理
大致趋同，凸显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内容。

除时间、地域的重合和作者的创作动机相类等因素外，能够
将白话短篇小说与善书进行比较研究还由于二者因功能相类、文
体渐相趋近而产生的分类困难，也即是说二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程
度的重合。一方面，白话短篇小说由于明显的劝善和教化倾向被
评论者或书商作为善书来宣传，如李渔 《无声戏》第三回 《改
八字苦尽甘来》的评论者认为这回小说可与 《太上感应篇》相
为表里①。这仅是就小说的功能而言。同时，一些大型善书也会
收入一些教化色彩强烈的小说，这更进一步模糊了善书和小说的
界限。另一方面，晚明以来，善书的编撰者为吸引更大范围的民
众，往往加强善书故事的文学性，这也致使一部分善书叙事与小
说叙事面目雷同。清初石成金的作品集《雨花香》和 《通天乐》
可以作为白话短篇小说与善书之间界限模糊的一个典型。

学界针对善书与小说相互关系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不多，迄
今为止仅有数篇单篇论文。日本学者小川阳一有 《明代小说与
善书》《三言二拍与善书》《西湖二集与善书》等专篇论文讨论
善书与小说的关系，旨在说明善书对小说存在的影响。周绍良
《〈金瓶梅〉与明代的两种“善书”》是国内论及善书与小说关
系的较早的一篇文章。但严格来说，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并非是
研究善书与小说之间的关系，而是旨在通过讨论 《金瓶梅词话》
中出现的《陀罗经》和 《血盆经》这两部 “善书”，提出可以
从宗教、文化等角度对《金瓶梅词话》进行研究的观点②。段江
丽《善书与明清小说中的果报观》通过考察小说中的司命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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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( 清) 李渔《无声戏》第三回《改八字苦尽甘来》， 《李渔全集》第八卷，
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 6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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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2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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